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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小姐（女性性工作者）是一个弱势群体，我们希望关怀和帮助她们。无论从什么角度，无论能够发挥多大的

实际作用，我们都愿意尽力而为。 

希望各位多多参与，多多来稿。请介绍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朋友参与。

 

请发来电子邮件；xj1949@hotmail.com   或者 xj1949_2@sina.com

 

如果写信，请寄：100872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性社会性研究所

 



如果您没有收到以前的任何一期，或者打不开，请发email索要。

 

如果您不希望再收到，请把此邮件退回，即可从发送名单上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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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内容

 

 

 

（编者按：下面是一位记者公开发表于1997年的一篇报道。现在重温一下可能大有好处。整

整5年过去了。我们对于“小姐”的认识增加了多少？对策改进了多少？资源投入了多少？效果见到

了多少？我们还有几个5年呢？不胜唏嘘！） 

 

 

 

 

她们是最“开放”人群

 

——关于艾滋病与卖淫人员的调查报告

 

 

 

邓梅芳

 

  

 

来自中国医学界、社会学界、生命伦理学界、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以及妇女管教所的管理人士，8月汇聚北京。

 

他们在研讨“卖淫”现象时，大都避免使用“娼妓”一词，他们更愿意把这群女性称为“性工作者”、“小姐”或

“女孩”。这个由中国社科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人员主持的会议，将“亚文化”与一个特殊的群体联系起来—— 

  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目前在中国从事性服务的女性到底有多少。

 

  艾滋病在中国被发现以来，一直以输血感染和吸毒人群共用针头感染为主，近来，有关研究人员发现，在卖淫、嫖

娼人群中，艾滋病感染人数出现迅速上升的势头。 

  

 

既开放又传统

 

 

 

  从去年开始，中国性学专家潘绥铭教授，多次深入广西对卖淫人群进行调查，他得出的结论是：不能说这些女孩子

是开放的；她们唯一开放的是认为生殖器可以租出去赚钱，除此之外，她们的思想观念、性行为方式、日常爱好都非常

传统。 



  在广西，从事商业性交易的女孩之间从不谈论“性”，只谈“做过生意”或“接过客”，不谈生意的细节。

 

  从事性服务的女孩最害怕真相被家人或老乡识破，心理压力非常大；她们向往正常的爱情生活，把卖淫的业务和谈

情说爱的私生活分得很清楚；她们也有自己的男朋友，甚至担心自己以后不会生孩子。有一位广西的小姐曾很认真地向

调查人员询问：是不是（性生活）太乱就没有孩子？ 

武汉某妇教所的调查显示：调查对象（卖淫女性）中，90％都认为女人参与商业性行为，对女人的名誉有影响；只

有10％的人认为没影响。 

  上海妇教所的调查显示：对卖淫活动的违法性质，有61％的卖淫女性表示在从事这一活动前就已知道；对于卖淫给

社会可能造成的危害，61．7％的人认为是破坏社会风气，41．6％的人认为传播性病，35．7％的人认为是损害他人家

庭，5．85％的人认为是使男人堕落；只有8．4％的人认为无任何危害。 

  显然，从事卖淫的女性，对于她们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与主流社会对卖淫的认识没有太大的出入。

 

  尽管在现代社会中卖淫大都被认为是一种堕落的人生，但几乎所有的受访对象对人生都怀有美好的向往。

 

  正因为如此，许多医生和专家认为，研究这些卖淫的女性，首先要把她们看做一个人。卖淫的行为只是她生活中很

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做着与主流文化中的每个人没有区别的事情。 

  

 

特殊群体自分等级

 

 

 

    在妓女这个特殊人群组成的道德共同体中，同样存在阶层的划分，这一点更强化了它作为“亚文化”的特质。

 

  妓女中，处于最高层的是“二奶”。她们往往有自己的豪华住所和私人轿车。在两广的调查点里，“包二奶”很普

遍。一种是香港或台湾包租者，定期不定期地来大陆，或者以投资者的身份长期居住，另外一种情况是被当地人包租

（更准确地说是纳妾），其中40岁左右的人包二奶的最多。在两广地区，一些“二奶”因财产问题已开始寻求当地妇联

的支持，这也成为中国由买卖淫而滋生出的另一类社会问题。 

  广西今年的调查显示，从事性服务工作的女性反映，现在被包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受东南亚金融风波的影响，香港台湾人没有那么多闲钱，另外很多二奶被包后仍出来做小姐，也引起包租者的不满。

 

  第二等级是四星级以上宾馆的小姐，她们往往以能够结识有钱、有地位的人而觉得自己也很有身价；三是三星级档

次的饭店、歌舞厅的小姐；四是普通餐馆、发廊的小姐；最下等的是街头的散兵游勇，她们的要价非常低，有的甚至可

以低到交易一次只需5元钱。 

  一般情况下，被公安人员抓获、送到妇教所进行劳教的，大多是处于中下层的妓女，位高的妓女一旦被同行“咬”

出，也能很快被保出来。因而在卖淫行业中，偶而被抓的看不起经常被抓的，没有被抓过的瞧不起从妇教所里出来的。

并且层次越高，越不容易感染性病和艾滋病。一般况下，她们层次的高低与其学历的高低成正比。在妇教所被劳动教养

的，大多数是初中以下学历的女性。 

  在卖淫行业中，同样存在着被这个道德共同体所认同的道德观念，这种观念使得这个群体自身也有了等级差别。在

中国各地的妇教所、卖淫的女性看不起因偷窃被抓的女性；在卖淫过程中不被嫖客欺负的看不起被嫖客欺负的；没有性

病的看不起有性病的。这与男性教养所的情况恰恰相反。在那里，因性罪错而被教养的人地位最低，他们往往住在最不

好的床位上，并且要听其他人的吩咐。 



  由于“得性病”是受群体歧视的事情，因此对于卖淫女性来说，许多人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有性病。

 

  从目前广西的调查看，在卖淫女性中，确有先吸毒后卖淫，或者先卖淫后吸毒的，但数量不多。这也许源于这个特

殊共同体的道德约束。因为客人挑选小姐时会先问“妈咪”：小姐吃不吃白粉？如果吃白粉，客人不喜欢要。其次，

“鸡头”对小姐也有制约作用。许多情况下，“鸡头”害怕小姐吃白粉，因为一吃就会影响生意。一般是“鸡头”吸

毒，小姐去赚钱。此外，对于小姐来说，吸毒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她们并不愿意把自己的辛苦钱用来吸毒。 

  

 

一项高回报的“行业”？

 

 

 

  经访问，广西某地发廊的小姐，多的时候每星期三四个客人，少的时候每星期一个客人。每月多的能赚到5000～

6000元，少的是1000～2000元。 

  从上海的调查情况来看，受访的卖淫女性一次卖淫的收入从2元到2万元人民币不等，她们的平均月收入在200元以下

的占11．7％，1000～1800元的占11．6％，3．5万元～4．5万元的占1．5％。 

  武汉的调查情况是，每次收费在30～2000元不等，卖淫女的价格与其年龄、外貌、气质和社会经历密切相关，收费

少的，多数为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拉客的。 

  如果在卖淫过程中，有皮条客的介入，卖淫女性一般会付给一定的费用。

 

  上海的调查显示，11％的卖淫女性全部由皮条客拉客，42．6％的人是部分由皮条拉客。她们每次接客的收入，必须

付给皮条客50％～60％的占2．6％，付30～50％的占2．4％，30％以下的占5．7％。目前大多数饭店的老板已不直接介

入卖淫活动中，他们只是赚取小姐带客人来消费的餐费。 

  

 

一种原始资本积累的方式？

 

 

 

  在上海某劳教所内，一位两次被处劳动教养的女性明确表示，她涉足卖淫只是为了积聚资本。她说：卖淫的危险性

她并非不知道，但她还是想干到30岁，“到那时，谁让我干我也不会再干。”她说她实在是太需要钱了，父母体弱多

病，家境贫穷。她想借这一行业，改变家庭的现状。等钱攒够了，她就做正当生意。她认为：有了钱，别人会对你另眼

相待。 

  在研讨会上，有一个很明显的思想倾向是：贫困或相对贫困导致卖淫。

 

  董先生目前在北京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工作，退休前一直从事公安工作。他说，公安部门曾经作过相关调查，最后

得出结论：女性卖淫主要是因为好逸恶劳。 

  来自上海妇教所的调查表明，成年女性涉足卖淫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类：家庭经济困难，想积累资本以图将来发

展；为追求富裕的生活及轻松刺激的工作环境；在恋爱或婚姻生活中受虐，生活无助或为发泄对男性的怨恨。 

  与此同时，却有专家提出：关于妇女卖淫有种种的解释理由，但有的女性的境况完全符合上述每一种理由，她们为

什么不卖？ 



  专家称，在研究人员对卖淫小姐进行调查询问时，有的是在习惯性撒谎。她们总是要不断地寻找能为主流社会接受

的卖淫理由。试图在说服别人的同时，也在说服自己。 

  在研讨会上有专家称，目前大量剩余的女性劳动力，如果找不到其它适当的工作，很有可能进入娱乐行业，也就有

可能涉足卖淫。 

  

 

卖淫呈低龄化

 

 

 

  在上海进行问卷调查的153名女性中，18岁以前就涉足卖淫的有38人，占被调查对象的25．3％。就最初涉足卖淫的

自述动机和原因来看，出于好奇或追求快乐、在女伴的引介或男友的鼓励下进入娱乐业后涉足卖淫的占31．6％；为了贴

补父母或积聚资本以图将来发展的占39．4％，恋爱失败、为报复男性或破罐子破摔的占到13．2％。武汉收容所的调查

结果是：63％的人承认自己社交圈子周围的人都赏识或正从事色情活动，14％的是被流氓恶势力逼迫控制。 

  一位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在家待业的女孩，就是因为看到女友在娱乐场所坐台、喝酒聊天可以赚大钱，出于好奇

也加入这一行业。因为表面看来只是陪客人喝酒，但渐渐地，在领班和同伴的暗示及客人的要求下，为了拉住客人，同

时更多地赚钱，就开始涉足卖淫。 

  少女卖淫，从父母的层次来看，父亲为工人和个体户的所占比例较高，分别为39．5％和23．7％，母亲的职业又以

工人居多，比例高达50％。大多数涉足卖淫的少女，父母事先都不知道，或者只知道女儿在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做服务工

作。上海的调查者曾向一位坐台小姐询问，父母是否知道她所从事工作的性质，她回答说：应该知道，但“我爸爸只是

说，你要当心点！” 

  武汉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57名女性中，11位父母知情。其中8位进行商业性交易第一次被父母知道时，5位

受到父母的劝阻，2位的父母对此事不闻不问，1位的父母反而巴结自己的女儿。 

  上海的调查者从个案访谈中发现，不少卖淫女孩都有比较固定的、知情的男友，并充当皮条客兼保镖的角色。当少

女没有生意时，两人成双入对出入高消费场所，共同挥霍卖淫所得；当女方做“生意”时，男友在外面等候，如果在一

定的时间女孩还没有出现，男友会用手机与其进行联络。 

  不少研究人员还认为，性体验的低龄化常常是导致少女卖淫的重要原因。上海的研究人员在调查中也印证了这一

点。大多数涉足卖淫的少女都看过直接描写性生活的影视画报，68．4％的人第一次看到男女性交的场面是在影视录像

中，其中15．8％是在朋友家中，7．9％是看到父母家人。其中看到男女性交年龄最小的仅10岁，14～15岁者占27．

8％，16～17岁中占47．2％，大多数少女第一次性行为都是发生在所谓的恋爱中，占57．9％。其余被诱骗的占15．

8％，出于好奇占10．5％。 

 

 

嫖客是谁？

 

 

 

在从事性服务的女性眼中，最受欢迎的是韩国男人。从小姐的自述当中发现，在性交易过程当中，她们希望能够受

到平等的对待。 

“中国的男人，在完事后，就从衣袋里掏出钱来，往床上一扔说，这是给你的，让人感觉很不舒服。韩国的男人完

事后，则会把钱捏得小小的，然后轻轻地放在你的手心上，说：‘妹妹，这是给你买化妆品的。’”尽管对中国男性颇

有微词，但个体老板仍最受卖淫者欢迎，其次是单位的领导。打工仔、长途司机等皆在不受欢迎之列。 



  上海的调查者发现，卖淫女性对买淫者的身份大都了解得很清楚，从受访对象反映的情况来看，现行的买淫者中私

营老板占了大多数，共69．5％，如果加以细分的话，个体户占54．5％，企业干部占20．1％，国家干部11％，外国人

占11％，一般工人占9．7％，供销采购人员占7．1％，司机占6．5％，港台投资者占3．9％，无业人员占1．9％。 

  武汉的调查也表明，买淫男性的年龄以20～40岁为多，业务员和老板占到82％，其中本地人占53％，外地人占

45％，62％的都是有钱或比较有钱的。 

  从武汉妇教所的调查来看，有27％的调查对象遇到过完全无性经验的买淫男性，他们的年龄在17～20岁之间，对待

这些人，其中29％的被调查者拒绝与其性交；57％曾劝过对方放弃这种念头。 

  青岛对15位性工作者的调查也表明，她们接待过的顾客年龄最小的约15岁，最大者约70岁。

 

  在买淫者当中，广东人、港澳台人、外籍人（大多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和文化层次较高的顾客在避孕套的使用问

题上能主动配合，而且外籍顾客大都自己携带安全套。上海、武汉的嫖客中分别有39％和33％不能与卖淫女性配合使用

安全套。他们一般会以多加钱作为不用安全套的条件。 

  性交易多是以现金完成的，场地越来越多样化，比较多的是在高级宾馆、自己租来的房中、顾客家中或朋友家中，

但是发廊、公园、建筑工地、电影院等等也成为不同层次的卖淫女性选择的场地。 

  青岛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张北川先生在提出解决对策时建议：大力倡导相互忠诚负责的、富有感情的、稳固的性结合

关系，即把提高婚姻质量作为解决卖淫嫖娼、防止疾病蔓延的办法之一。 

  

 

传播AIDS的高危人群

 

 

 

  E被确认为二期梅毒后，十分恐慌，但当她得知梅毒并不难治愈时，就问医生：“如果在一个月内不治疗，会有什么

大的后果？” 

  “后果很难说，但你身上的皮疹会很快消失。”医生未加思索地回答。

 

  “我想一个月后再治疗。”

 

  一个月之后，E又来到医生处接受治疗，她告诉医生，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在一个月时间之内，她共

与40余人发生过性关系，即使在月经期间也没有停止过。在每次与他人发生性关系时，她都是积极主动，用尽心机，尤

其是对熟客。E对医生说，如果梅毒真的像书上说的能通过性交传染的话，在一个月内，与她发生关系的男人都躲不过

去。 

  青岛对15名性工作者的调查中，15人都认为，从事这一行业，即使认真预防，患性病的可能性也很大；如果患有性

病，有10人表示会治好后再工作，但2人表示会在治疗过程中同时接客，1人表示不查不治疗，而且会报复男人。 

  上海的被调查者当中，也有68．2％的人表示，假设自己感染艾滋病，不会将实情告诉他人；9．1％人表示，感染艾

滋病后，会继续卖淫，13．6％的人表示，自己会把艾滋病有意传给他人。“反正自己已经这样了，不如多死几个.” 

  由于性交易中报复社会的情绪和行为存在，正是中国社会学工作者和医学工作者等对卖淫这一特殊行业和从事这一

特殊行业的人群进行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中国目前公布的HIV的携带者的人数为30万，据世界卫生组织推算，到2000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人数将增加到

200万。而每个艾滋病患者的医疗费用是8～10万元，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在性活动中，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主要方式之一。但调查显示，只有29．2％的人坚持每次都用安全套。

 

  上海从事性交易的女性对艾滋病的认识并不全面，认为性交会传播艾滋病的71．7％认为肛交会传播的占54．4％，

认为口交会传播的占46．1％，认为输血会传播的占72．7％，认为接吻会传播的占47．4％，还有7．1％的人认为握手

会传播，28．6％的人认为蚊子叮咬会传播，11．7％的表示不知道。 

  相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上海和武汉等地而言，广西一些地区的情况却不容乐观。调查者调查的所有“红灯区”内的

小姐，兼具小姐和二奶身份的女性，清楚地知道什么是艾滋病及其传播途径，而且不用安全套绝不接客，包括包租自己

的香港男人。但广西山里的妹子，几乎都不能使用安全套，除非客人自己带来用。她们得了性病后，至今还很糊涂，不

知道自己究竟得的是哪一种。来自穷乡僻壤的女孩，贫困化程度超过一般人的想像。她们得知安全套价格最便宜的3元到

5元，贵的有几十元，并且知道每个只能用一次，觉得成本太高，消费不起。她们首先保证的是吃饱、日常开支和廉价的

包装行头。 

  研究者称，如果不做好艾滋病的预防工作，卖淫女性就可能成为艾滋病传播的中介，因为与她们发生性关系的可能

是一个群体。 

 

 

谁应是“严打”的对象？

 

 

 

  就中国目前执行的对卖淫嫖娼现象严厉禁止、坚决打击的政策，90％的人认为是正确的。如果从预防艾滋病的角度

说，严打会带来什么？ 

  由于主流社会对买卖淫现象持一种否定态度，在严打期间，很多患有性病甚至艾滋病的妓女、嫖客不敢去看病，为

疾病的交叉感染埋下了隐患。 

  在卖淫行业有一句话：东方不亮西方亮。在中国，不可能所有的警力都用来“打黄”，大城市严打时，卖淫者会向

小城市转移，甚至有的人会跨地区转移，这又是可能造成疾病蔓延的一个因素。 

  中国目前的行政法规定，卖淫、嫖娼的最高罚款数额为5000元人民币，劳动教养半年至两年。对于卖淫女性而言，

被抓的人大多经济状况并不好，如果被罚之后，她们只能更加努力地去做这一行，会形成越罚越做，越做越罚的恶性循

环。 

  在妇女教养所，主要实行的是劳动改造。高强度的劳动，更加深她们对体力劳动的畏惧。此外，社会上的歧视，使

得她们难以找到合适的职业。上海的调查者在访谈中发现，有49．4％的表示如果有正当的职业，她们将不再从事卖淫，

而有46．1％的表示很难说，有4．5％的人表示还会去干。而实质上，不少女性在劳教释放后几乎立刻就重新开始卖淫。 

  在严打过程中，主要是对卖淫妇女的打击。据来自上海、武汉、杭州、广西、南京的调查表明，嫖娼者被罚款的为

多数，被收容教养的极少。南京社会科学院的王金玲女士建议成立男子收容教养所，对嫖娼的男性进行教育。社会学者

认为，严厉打击的对象应该是强迫妇女卖淫的“鸡头”、“皮条客”。 

  此外，要严打强迫和引诱未成年少女卖淫，以及引诱未成年人与卖淫者发生性关系的事件。

 

  

 

两种互不相容的观点

 

 

 



  有人建议，设立红灯区，一切都公开化，在红灯区工作的人要领上岗证，并做相应的健康检查才能上岗工作，这样

能防止疾病的蔓延。 

  反对者认为，如果这样做将会导性服务业转为更加隐秘的地下状态，更无法控制疾病的传播。

 

  武汉妇教所的刘新会先生认为，开放“红灯区”只能将涉世未深的妓女管理起来，而大量的、高级的、有“能量”

的妓女不会“应邀入瓮”。仅对这样一小部分人进行健康管理以求达到控制社会上性病、艾滋病的流行与扩散，效果可

想而知。而在传统人伦观念极强的社会，还远未达到容忍卖淫嫖娼者公开出现在自己眼前的地步。 

  潘绥铭先生也认为，“红灯区”并没有把小姐当作平等的人和普通劳动者来看待，因此保护小姐的基本权利也无从

谈起。 

  社会学工作者认为，中国的经济还处于不断发展的阶段，流动人口不断增加，过剩的流动人口为商业性交易设立了

前提条件。 

  中国权威的媒体也提到过一个统计数据，目前中国涌入城市的农村打工妹有大约1800万左右，平均年龄不到23岁，

文化水平低于初中，其中又有90％的进入服务业，这部分人也将是从事卖淫业可能性较大的人群。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从港澳台来的，以及外国的投资者和管理者，也有性的需求；其次，暴富的人不断增

多，消费的畸形化还在继续；其三，中国男女人口比例失调，据1996年统计，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2000万；当然，最重

要的一点是金钱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从防治艾滋病的角度看，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预防疾病还是纵容教唆？

 

 

 

  因为“买卖淫”的问题涉及到“性”，而其中又牵涉到社会和人本身很深层次的问题。研讨会上大部分研究者都认

为，“性”是人类发展的需要，卖淫这个行业的存亡也不是人为可决定的。 

  鉴于中国的法律不可能承认买卖淫的合法性，在研讨会上，更多的社会学家从有效防止疾病流行和交叉感染的角

度，认为应该向新加坡学习，对卖淫采取一种“两非”的态度，既不承认其合法性，也不完全认为其非法，以便采取最

有效的方法控制疾病的流行蔓延。 

  专家认为，应该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对进行性交易的人群提供教育和帮助。上海的研究者提出，中国妇女组织应设

立专门机构，帮助进入娱乐业的小姐，在她们进入娱乐业之前，就向她们说明进入这个行业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会导

致什么样的后果，会带来哪些伤害。这样做，不是宣扬卖淫行为的合法，也不是鼓励和怂恿，而是持一种更为现实、冷

静的态度，避免社会遭受更大的损失。 

  这种帮助是迫切的，专家建议主要动用民间组织的力量。不仅在从事性交易人群中提供预防性病和艾滋病的知识，

而且在她们从良的愿望时，能为她们提供就业机会；在电视节目中增加相关的公益性的广告、在各大酒店和旅馆的房间

放置安全套和关于艾滋病的宣传材料等等。 

  据悉，在有可能涉及性交易的场所，连云港市已实行性病监测合格证制度，对涉嫌卖淫的女性实行性病健康查体证

制度；福建、海南、广东、山西的太原及四川、山东的一些地方实行娱乐业小姐的上岗证制度。专家评论说，这是性服

务行业由无序走向有序的前期。 

  今年一月，中国卫生部等九个部门联合发出通知，如果在女性包里发现安全套，不能当作卖淫的证据之一。上海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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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开始实施这一规定。 

  青岛市性病研究中心严厉禁止医生随便指责病人，规定只能做一些善意的劝说。而在1986年，有关文件还规定：如

果发现卖淫、嫖娼者要报告公安机关。 

许多与会的研究者认为中国正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伴随着多种经济体制共存，价值观的多元

化会自然而自然地出场。为了有效地防止艾滋病，性病流行，蔓延，肆虐人类，首先要面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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